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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标准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参与标准制定成为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但是，尽管企业是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主体，现有研究却缺乏对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文献的系统性归纳和整理。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相关文献，总结了企业参与的主要机制、参与前因和影响后果，并厘清了标准化与创新的关系。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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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standards affect firm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Participating in standard form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firms to establis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owever, although firms a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standard formul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systematic summary and coll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firms’ participation in technical standard formulation. Therefore，this paper collat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firms in technical standard formulation, summarizes the main mechanism,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participation, and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dardization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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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革命的迅速发展，技术标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标准竞争从网络、通信等行业向高新技术行业甚至是传统行业延伸，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准竞争的结果[1]。参与标准制定成为了企业建立和维持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开始强调标准竞争的重要性，并将标准制定和标准化作为自主创新体系中迎头赶上西方先进技术和生产率的关键举措[2]。政府大力支持企业积极参与技术标准制定。例如《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提出“实施标准战略”、“发挥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等参与或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我国优势技术与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等。大量企业也积极参与各类技术标准制定，并在5G等领域取得成效。以华为为例，截至到2015年底，华为已参加300多个标准化组织并积极参与标准制定，累积提案达到43 000余篇。
[bookmark: _Hlk6001478]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技术标准及标准竞争展开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关注标准或标准化的经济学效应[3]。首先，标准可以实现产品之间的兼容性，扩大网络效应，降低用户的转换成本；其次，标准提供了产品质量信息，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搜索成本；此外，标准还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获得成本优势，提高经济效率。从技术管理的角度，学者们探讨了技术变革与标准化的关系。在整个技术的生命周期中，标准化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标准化可以提高技术生命周期内的效率，但是它也可以抑制创造下一个生命周期的技术创新投资，过度延长现有技术的生命周期[4]。最终技术的演化会影响行业结构[5]。一些企业能够从技术变革中获益，而一些企业却因落后于行业的技术而被淘汰。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相关研究关注技术标准联盟、标准竞争的基本战略与策略等问题。例如，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技术资源来决定是否支持某一标准或者是否在制定的标准中披露其核心技术[6-7]。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研究主要基于消费者的视角探讨标准竞争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标准竞争会影响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采用率，产品信息以及广告形式等均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8]。与其他市场相比，存在标准竞争的市场会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更具风险性和复杂性。
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角度对技术标准和标准竞争进行了研究。纵观前人的研究，尽管企业是标准制定和竞争中重要的参与主体，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对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的归纳和整理。此外，有关标准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成果较为丰富，而国内相关研究还相对缺乏。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从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机制、参与的前因和后果以及标准化与创新关系四个角度梳理与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相关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它们的关系如图1所示。最后，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够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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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研究成果梳理
1 标准形成和企业参与机制
[bookmark: _Hlk6044291][bookmark: _Hlk6095709]技术标准是指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产品、过程、格式或程序的所有元素都必须遵从的一组规范，可以分为事实标准（de facto standards）和法定标准（de jure standards，也被称为正式标准）两种类型[4]。一般情况下，对于事实标准，产品在标准化之前就已经商业化；而对于法定标准，产品通常是在标准决定之后才进行商业化[9]。标准化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主要包括编制、发布和实施标准的过程[4]。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是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是从参与主体角度对标准化活动的界定。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概念在前人的研究中没有一致的界定，学者们使用了参与标准化动机[10]、参与标准化可能性[11]、支持标准制定或达成一致可能性[6]、联盟可能性[12]、标准化影响力[13]等，这些都是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意愿和行为表现。
企业可以通过三类机制参与标准制定：市场主导机制、委员会主导机制和政府主导机制[14]。这三种机制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可能存在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现象。
[bookmark: _Hlk2015772]市场主导机制研究事实标准的形成。当企业的某一技术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并迫使其竞争者采用该技术时，实际上就成为了行业的主导设计或事实标准[4]。市场主导机制形成的技术标准并不一定是最优设计，以打字机的QWERTY键盘为例，虽然它不是最有效的设计，但却是全球通用的标准[3]。网络外部性、用户安装基础、互补产品等是市场主导机制中的关键影响要素。网络外部性是指用户获得的价值随着使用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其他用户数量增加而增加[15]。用户安装基础和互补产品可用性影响用户对技术的采用[16]。较大的用户安装基础扩展了用户网络的范围，吸引更多互补产品技术开发商，增加用户的使用价值，进而促进了用户对该技术采用，最终扩大企业市场份额并取得竞争优势[17]。网络外部性等要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用户的转换成本，使得庞大的用户基础群体不愿意切换到一个本应更好的标准上，容易导致市场锁定在次优的标准上。由于仅依靠单个公司的力量来创建一个标准通常是比较困难的，各个独立企业往往选择通过谈判来交换技术，试图开发基于某项技术的产品以增强网络效应；或者企业会选择开放的政策，吸引互补产品的厂商，来获得产品的早期用户安装基础[9]。市场主导机制主要是由参与者驱动[18]，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开发标准并且标准通常是专有的，这使得市场主导机制的标准制定过程包容性非常低[19]。
委员会主导机制研究正式标准的形成。委员会在决定标准时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运作[9]，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制定标准，这些标准最终以批准文件的形式提出解决方案[1]。技术和市场的确定程度和产品发展的迫切程度会促进共识的达成。企业能够结成联盟来支持一种标准的程度也会加快委员会内就最终标准达成共识的速度[20]。委员会主导机制作为市场竞争或政府规制的标准制定替代手段，为集体决策提供了平台，具有重要的技术意义和经济意义[21]。一方面，委员会主导机制可以识别和选择合适的技术作为行业的标准，相比于市场主导机制形成的标准，委员会主导机制形成的标准往往在质量上更优[21]。另一方面，委员会主导机制可以促进作为行业标准的技术采用[21]。首先，企业从标准使用获得的经济利益，例如降低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满足顾客需求的质量信息从而降低消费者不确定性等，会驱动标准的采纳[22]。其次，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能够给予标准合法性，有利于标准的实施[19]。不同参与者主导着委员会[18]，由于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加入到委员会提出解决方案，标准发展过程具有包容性[19]。
政府主导机制中，政府可以利用其地位干预标准制定，而监管是制定和传播标准的重要方式[23]。政府可以强制使用别处制定的标准，也可以自行制定标准并强制使用[14]。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是产业竞争格局和实现技术赶超目标的关键参与者。在这些国家，政府当局和规制制度对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活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2]。与市场主导机制和委员会主导机制中的私有参与者主导不同，政府主导机制是由公共参与者主导标准化过程，公共参与者有权强制标准的执行[18]。私有参与者不能直接影响标准制定过程，只能通过游说来实现，这种游说需付出巨大努力且最终可能不起作用[14]。有研究认为政府干预是合理的，可以实现兼容性的利益，刺激创新和解决社会问题[24]。尤其是在安全或消费者信息标准等领域，政府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失灵，防止私有参与者会选择带有负外部性的解决方案[14]。但也有研究认为，政府主导避免了标准之间的竞争，大大减少研发投资的动力，会对创新产生负面的影响[25]。
2 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前因
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前因可以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方面来划分。在外部环境方面，企业参与主要受到市场环境要素和制度环境要素的影响。在内部环境方面，企业参与主要受到企业资源和战略的影响。
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市场环境要素的影响，探讨了网络效应、转换成本、路径依赖、“锁定”效应等基于效率的影响要素。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厂商会选择采用主导标准的技术或者其互补技术，以实现系统兼容并扩大用户基础；或者推动自己的技术成为行业的主导标准，扩大市场份额。产品开发者和用户在标准技术的开发、学习、吸收等方面的资源投入产生了转换成本，使得人们不愿意转向新标准和其他技术[4]。网络效应和转换成本共同作用容易使得技术标准市场形成路径依赖甚至是“锁定”效应[1]。相当多的资源有可能被投入到一项相对较差的技术中，并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延续。
在制度环境要素方面，政府支持与政策、知识产权、行业协会等非效率因素对企业参与均会产生影响。政府是标准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行动主体，在其中扮演着项目创建者、风险承担者、协调者、协作促进者和过程监督者等重要的角色[2]。政府可以通过开展研究或投资研究、提供发展的资源或服务、组建由国家主导的标准制定联盟、建立国家科技园区、采购产品和协调企业竞争，促进标准技术的发展和扩散[9]；还可以动员具有特定技术能力的供应商和研究机构参与，汇聚各方利益，帮助他们在制定过程中有效地相互协作[2]。另外，知识产权同样影响企业参与。知识产权为知识拥有者提供了知识获益的专属权，具有排他性；而标准促进新技术的扩散，其包含的技术信息能为他人所用，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Blind和Thumm[26]指出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利于推动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这是由于企业的专利密度越高，越能够在不依赖标准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市场成功，参与标准制定的意愿越低。此外，行业协会也会影响企业参与。行业协会由行业内的特定成员组成，这些成员联合起来发展自己的标准，所有成员被要求遵守协会形成的标准[22]。
在内部环境方面，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受到企业的资源和战略的影响。从战略层面来说，企业的联盟战略、学习导向、捆绑策略、进入时机等会产生影响。Baron和Pohlmann[12]提出标准制定中公司更有可能与竞争对手而不是与拥有互补专利组合的公司结盟，以减少浪费性的重复研发并且能够在正式标准化之前就解决利益冲突，从而降低了标准的研发成本。Schilling[16]指出在标准竞争中，持续的学习使得企业能够追踪行业技术发展，及时预测需求的变化，降低技术锁定的可能性。Windrum[27]认为在标准制定中实行捆绑策略，利用原有产品的用户安装基础，能够给予企业更大的竞争优势。Christensen等[28]认为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过早的进入并不会最大化企业的生存机会；在主导设计出现之前的几年进入该行业时，生存机会最大化。
从资源层面来说，互补产品、安装基础、技术资源、关系资源、研发强度、创新活动、公司规模等会影响企业的参与行为。互补产品和安装基础是技术标准成功的关键因素，更高的互补产品可用性和更大规模的安装基础能够提高标准技术的采用率，增加了技术成为主导的可能性[15]。在技术资源方面，当企业拥有的互补技术越多，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会提升对核心技术的披露倾向。因为通过披露核心技术，企业不仅提高了所披露技术的兼容性，也会提高其未被披露的互补技术与其他公司开发的生态系统的兼容性[7]。此外，当企业拥有与其他标准制定成员更多的重叠技术时，企业会在标准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支持行为。因为拥有高度重叠技术意味着市场中存在多种替代方案，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可以实现兼容性并扩大网络效应，降低企业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对未来生存的担忧[6]。在关系资源方面，Ranganathan和Rosenkopf[29]区分了知识关系和商业关系两种关系资源类型，实证研究表明在标准制定组织中，处于知识网络中心的企业对标准的反对程度较低，而处于商业网络中心的企业对标准的反对程度较高。此外，研发强度、创新活动、公司规模等对企业标准化参与动机或者参与可能性都有正向的影响[10-11]。
3 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影响后果
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影响后果具体体现在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
在国家层面上，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促进了经济增长[30]，提升了国家和地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2]，并影响了国际贸易[32]。首先，由于标准化减少了品种的多样性，实现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相互兼容，有利于同一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相互协调和社会化分工，达到规模经济的效应，因此，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30-31]。其次，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还提升了国家和地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2][30]。标准通过减少品种的多样性使得产品和技术被限定在了特定被优化的方案上，生产要素趋于专业化。企业需要不断创造出新型生产要素来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以满足标准化的要求，因而从整体上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此外，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也会影响国际贸易。一方面，标准传达了产品质量和性能等重要信息，减少了贸易双方由于技术标准不透明、不确定以及不对称性而导致的贸易摩擦，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以标准为代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参与制定或采用国际标准可以降低市场准入壁垒，提高本国产品的市场渗透力和国际竞争力[32]。
从行业层面来看，首先，技术标准集中体现了自主技术、自主品牌，是一种不可复制的重要战略资源。技术标准领域的竞争有助于摆脱传统依靠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和行业技术的优化升级[33]。其次，标准制定还会促进行业内的研发和创新活动[34]，标准所有者为了持续的收益会不断升级自身技术标准，而标准使用者也会加大研发力度以摆脱劣势地位。Brem[35]研究表明主导设计对行业的创新绩效和根本性创新有负向的影响，但正向促进过程创新。此外，参与标准制定还会影响市场结构。标准的形成意味着市场大部分用户群体的采纳，并且由于兼容性会吸引更多的外围设备加入，增大了成为主导设计的可能性，进而影响行业结构，出现了“赢者通吃”现象[36]，导致其他技术被获胜技术赶出市场，最终迫使那些在标准之争中失利的企业从行业退出[5]。
在企业层面，参与标准制定会对企业自身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生存能力、企业绩效、市场风险等方面。Christensen等[28]发现尽早采用主导设计的公司生存能力更高。参与标准制定的初创企业更有可能进行IPO或收购[37]。此外，参与标准制定可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Wakke等[38]研究发现参与正式标准化使得企业能够监测和塑造标准发展，并获得广泛的知识来源，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Soh[39]的研究表明企业与互补的制造商建立联盟网络以支持预期的技术标准；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网络密度高的企业获取和共享技术社区内的知识，可以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最后，参与标准制定还会影响企业的市场风险，标准联盟中参与企业数量的增多，可以降低企业的市场风险[40]。
4 标准化与创新的关系
标准化与创新相互影响、协同发展[3][41]，关于标准化与创新的关系是标准领域研究一个恒久的话题，目前学术界已涌现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基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bookmark: _GoBack]标准化对创新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标准化对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第一，标准化提升了创新能力。技术标准是对各种技术信息和知识的显性化编码，便于在企业内外部传输、转化、吸收和运用，促进知识学习和共享，进而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30]。第二，标准化加快了创新速度。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行业的标准会被大多数成员采纳，象征着技术市场的主导方向。企业可以根据标准调整研发资源的分配，加大对特定技术的投入，加快了创新的步伐[41]。第三，标准化促进了创新扩散。Yoo[42]等对韩国移动宽带进行案例研究，认为技术标准能够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资源，推动移动宽带的创新与扩散。第四，标准化还提升了创新绩效。Sahay和Riley[43]指出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兼容性标准和用户界面标准的使用可以增强网络外部性，提升新产品的技术优势，影响用户对新产品的采用并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标准化对创新具有消极影响。首先，标准化通过减少品种实现了规模经济，但是更大的产量促进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行业的进入门槛，阻止了小型潜在创新型企业进入，不利于行业创新的发展[3]。其次，厂商和用户在标准技术方面的资源投入形成转换成本，产生锁定效应，使得技术可能锁定在次优技术上并在一段时间内延续[4]。此外，标准的形成也意味着一旦某种技术成为主导并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地位，提高了竞争者的成本[3]。因此，由于锁定效应的存在和竞争者成本的增加，标准化会降低其后续主导设计出现的可能性，限制对现有产品的创新[35]。
创新也会影响标准化。首先，技术的变革推动标准的产生。技术的变革是一个周期性过程，其特点是一段时期的渐进性改进会被技术不连续性打断，每个技术不连续之后各种技术激烈竞争，直到主导设计或标准产生[5]。其次，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也会影响企业标准制定行为。创新活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且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实行创新活动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参与标准制定活动，以使标准与企业的新产品相一致或者至少不相互冲突[10]。最后，创新的性质也会影响企业标准化行为。当企业的创新程度越激进，企业越倾向于使用兼容性标准和用户界面标准，以减少与互补产品技术相兼容所做的变化并降低消费者的不确定性[43]。
5 文献评述及研究展望
标准领域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积累，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了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相关文献，关注参与标准制定的机制、前因和影响后果，厘清标准化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加深对该领域的理解。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也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值得学术界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首先，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未来研究可以聚焦于企业实际参与标准制定的行为。前人主要探讨参与动机[10]、参与可能性[11]以及达成一致可能性[6]等，少量研究探讨了企业实际的参与行为，如标准影响力[13]等，但也只是从总体上的标准数量对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行为进行探讨。参与动机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区别，未来研究可对企业参与行为进行细化并开展深入研究，如从制定的标准种类、主导或者参加制定、参与时机、参与中的合作行为、参与制定的标准层次（国家或国际标准）等多方面对参与行为进行界定和探讨。
其次，内容上，未来研究可以对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行为的前因后果进行动态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行为的前因后果，进一步丰富相关的研究。例如，在前因方面，行业的竞争者或者合作者行为、企业在行业的市场地位、企业内部的战略制定和实施（如战略导向，决策过程等）、高层管理者特征（如领导风格、政治嵌入性、海外背景、性格特征等）等是否会对企业的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在后果方面，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企业参与行为对企业的声誉和形象影响、所导致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如：投资者肯定、媒体关注、消费者信任、员工认同等）、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是否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前研究大都是基于静态视角探讨前因和后果，未来研究动态地探讨企业参与行为，例如在不同的行业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参与行为和参与动机及其影响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再者，视角上，未来研究可以着眼于探讨转型经济中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行为的独特性，以丰富标准制定和竞争理论。中国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有其发展的独特性，西方经济背景下的理论成果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在中国，政府在标准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其层级地位方式干预委员会标准化的结果[2]。未来可以有针对性地探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机制和行为，如以政府为主的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中的角色与作用、如何推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制定等。
最后，方法上，需要运用实证方法从企业层面上对参与标准制定行为进行研究。国内对技术标准的研究大多数采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在少数的实证研究中，多是收集产业和地区的数据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可以收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大样本客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探讨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模式和创新绩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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